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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雾霾风险感知与公众应对行为

王晓楠

摘　要：社会资本是否对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产生影响，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是否可以通过风险

感知的 “放大”或 “缩小”进而影响应对行为？为回答这些问题，针对雾霾问题，基于已有文献提出社会资

本的四个核心要素 （系统信任、人际信任、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及雾霾风险感知维度，构建社会资本对雾

霾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假设模型。基于 “２０１７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运用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差异化系统信任、差序化人际信任、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１）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提升、社会网络规模和互惠规范增强不仅对应对行为产生直接正向作用，

而且通过风险感知对应对行为产生间接效应；（２）组织信任程度提升不仅对应对行为产生直接负向作用，而

且通过风险感知对应对行为产生间接效应；（３）专家信任完全通过雾霾风险感知对应对行为产生间接负向效

应；（４）亲近人信任程度增强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显著正向效应。由此，应通过完善政府信任机制、信息机

制、监督机制和风险沟通机制，构筑风险应对的非正式制度 “安全阀”，引导公众理性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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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雾霾作为一种环境风险迅速进入大众视线，研究者大多致力于雾霾成因、治霾技术、
产业结构调整等宏观层面影响因素研究。自 “社会资本”概念产生以来，其强大的解释力逐渐被不
同学科所关注，并运用于多学科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尝试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环境问题，如环境
行为［１］、环境治理参与［２］、农户环境行为［３］、居民生活垃圾分类［４］。Ｐｒｅｔｔｙ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改变
居民环境态度，进而促进环境保护集体行为［５］。Ａｄｇｅｒ基于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集体行动案例，提
出基于信任、声誉和互惠规范的社会资本可促进环境资源管理，增进公众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感知，
并提高抵御能力［６］。Ｐｅｔｚｏｌｄ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互惠规范与集体行动对公
众应对气候变化有显著影响［７］。Ｌｅｏｎａｒｄ等发现社会资本可以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８］。何可
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促进了农民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９］。
虽然社会资本在环境行为、环境风险研究方面的文章数量逐年增加，但存在以下问题：首先，

已有研究集中于单一维度的社会资本，缺少从多维度视角整体考察社会资本对环境风险感知及应对
行为的影响；其次，虽有研究关注系统信任、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及应对行为的影响，但鲜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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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异质性的系统信任 （政府信任、组织信任、专家信任和媒体信任）和差序化人际信任 （亲近人
信任、周围人信任）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影响；最后，已有研究虽关注雾霾风险感知与应对行
为，但对于雾霾风险感知往往采用单一的测量方法，缺乏较为全面的测量。
由此，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１）基于已有文献，构建了社会资本 （系统信任、人际信任、社

会网络和互惠规范）对雾霾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的理论假设模型，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在风险和环
境行为等研究中的运用；（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差异性系统信任、差序化人际信任、社会网
络和互惠规范对雾霾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影响路径，并尝试分析不同路径背后的逻辑。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其解释力得到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推

崇，并在交叉学科的运用中得以发展。社会资本的概念、维度和测量并没有达成共识，包括以下视
角：布尔迪厄 （关系网络视角）、科尔曼 （社会结构视角）、帕特南 （社会组织视角）以及林南 （网
络资源视角）等。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大部分学者较为认同社会资本是指
个体行动者从自身的社会网络中可以动员和利用的嵌入性社会资源，这些资源有助于行动者实现自
身工具性行动或表达性行动的目标［１０］［１１］。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
任、规范以及网络，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提高社会效益，并将信任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指
标［１２］。关于社会资本的维度，多数学者认同两个维度 “微观个体层面”和 “宏观集体层面”。个体
社会资本是个体及这些关系中所蕴含资源及个人占有网络结构位置的资源，属于 “外部社会资本”。
集体社会资本是包括宏观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互信及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的群体结构方式，
属于 “内部社会资本”［１３］。
由于概念和维度的分异，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分歧更大，很难统一。大多数研究或者讨论微

观，或者聚焦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测量方面，如边燕杰运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
成四个指标测量［１４］；赵延东等运用提名法和定位法测量个体层面社会资本，通过信任、公共参与、
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等测量集体社会资本［１３］。在宏观层面测量方面，如Ｃｏｌｅｍａｎ认为社会资本是
一种社会 “结构性资源”，由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由二者生成的行动和资源构成［１０］；社会资本可
以通过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前者可以通过规则、个体社会网络来促进集体
行动，后者可以通过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等引导集体行动［１５］。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主要由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构成［１２］。布尔迪厄也指出社会资本是嵌入

社会关系中，以信任为基础，以互惠规范为内容，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的一种特殊资源［１６］。本文依
据帕特南和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要素的阐释，关注社会资本中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这三个核
心要素。“互惠”为高度生产型的社会资本，是网络成员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发生交换行为时必须遵
守的约定成俗的准则［１７］。卢曼提出信任是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并将信任分为系统信任和人际
信任［１８］。Ｐａｘｔｏｎ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个人的实际联结和人际的联结，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同事信任、
宗教组织信任、制度信任可以测量社会资本［１９］。本研究结合卢曼、Ｐａｘｔｏｎ关于信任的阐释，将信
任区分为系统信任和人际信任，将系统信任界定为个体对政府、组织或对专家和媒体的信任。

（二）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的相关理论
Ｓｌｏｖｉｃ最早提出风险感知的概念，是指个体和群体在有限和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下对风险的直觉
判断［２０］。在具体特定风险情境下，风险感知是个体对所感知到的风险源的解释或印象。本研究依
据Ｓｌｏｖｉｃ［２０］和芦慧等［２１］对风险感知的研究，认为雾霾风险感知是个体在雾霾客观风险下，对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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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的直觉判断以及由雾霾问题直接和间接对个人身体健康、心理、工作和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和感
受。风险应对行为指的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降低自然环境中的威胁性事件的风险行为［２２］。雾霾应
对行为属于利己行为，是雾霾情景下个人所采取的自我保护型行为。公众在应对雾霾污染时，往往
采取一定保护措施或改变自身活动来降低雾霾风险对自身的危害，如佩戴防雾霾口罩、在雾霾天气
严重时减少户外活动、在室内使用空气净化器以及保持个人卫生等［２３］。
龚文娟提出了环境风险感知对公域和私域环境行为有正向作用，非正式网络沟通可提升感知和

私域行为［２４］。芦慧等发现，风险感知对应对行为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效应，也就是风险感知高，公
众越容易采取应对行为［２１］。为了探究个体应对风险行为的复杂影响机制，Ｌｉｎｄｅｌｌ等提出的防护性
行为决策模型 （ＰＡＤＭ），成为风险应对行为的重要理论框架［２５］。防护性行为决策模型阐释个体通
过接收外部风险信息，结合人口统计学特征、相关经历或自身信念构建个体的风险感知，并进而生
成风险应对行为。防护性模型强化风险沟通的信息流，通过信息发布源 （政府发布、媒体报道、组
织参与）及个人的信息网络 （非正式沟通、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增进公众风险感知，并对应对行
为产生直接和间接作用。

（三）社会资本、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
基于上述文献，本文主要探索社会资本四个核心要素：系统信任、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

网络。帕特南验证了社会资本可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也有助于集体行动的产生［１２］。
唐林等对３个省的农户进行调查，发现大病风险感知在社会资本对非正式预防行为影响中发挥了中
介作用［２６］。

１．系统信任、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龚文娟将系统信任分为市场信任、政府信任、媒体信任
和专家信任，并发现政府信任和市场信任对风险应对有显著的影响，激发公众过度的风险应对行
为［２７］。Ｓｌｏｖｉｃ提出了风险感知研究中的信任 “不对称性原则”，即公众容易相信消极和负面信息，
进而对政府失去信任；不对称性是由于公众心理倾向上的负面效应所导致的，政府信任、组织信任
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产生负向影响［２０］。Ｂｏｒｄ等认为公众组织信任水平越高，风险感知越低，进
而降低风险应对行为［２８］。但是，也有学者发现由于组织类型不同，组织信任与风险感知和应对行
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２９］。王思琦发现专家信任对非传统政治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亲人和
熟人信任对非传统的参与没有任何影响［３０］。相异的结论表明，政府信任、组织信任和专家信任对
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之间存在复杂的逻辑，其背后的解释机制存在差异。
媒体对风险感知影响主要集中在媒体接触程度、媒体类型、信息呈现方式、信息类型对风险感

知的影响。已有文献发现官方、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差异性影响［３１］。受新闻传
播等其他因素的制约，媒体往往倾向于夸大风险或者掩盖风险的真实性。当新闻媒体对环境议题的
报道增多，风险信息增加，环境风险感知则会增强。公众根据媒介信任度对风险信息做出判断，并
影响个体风险感知［３２］。在现代社会，媒体的新闻报道已成为风险放大的重要环节，公众往往无法
与客观、现实风险直接接触，而是间接地从媒体报道中建构风险感知，进而生成风险应对行为。由
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Ｈ１ａ：政府信任程度增强不仅对应对行为产生直接负向影响，而且通过雾霾风险感知间接

影响应对行为。
假设 Ｈ１ｂ：组织信任程度增强不仅对应对行为产生直接负向影响，而且通过雾霾风险感知间

接影响应对行为。
假设 Ｈ１ｃ：专家信任程度增强不仅对应对行为产生直接负向影响，而且通过雾霾风险感知间接

影响应对行为。
假设 Ｈ１ｄ：媒体信任程度增强不仅对应对行为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而且通过雾霾风险感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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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应对行为。

２．人际信任、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Ｓｊｂｅｒｇ提出信任增强可降低风险感知，进而减少应对行
为，并发现不同的信任类型对风险感知的解释力不同［３３］。Ｐａｘｔｏｎ指出，人际信任程度越高的社会
越容易产生公民社团 （Ｃｉｖ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有组织成员相比无组织成员更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
组织化提升了集体行动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的成本收益，进而提高了公民参与能力和意愿［１９］。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认为当社会信任处于较高水平时，交易成本得以下降，最终使合作趋于稳定，有利于公
众产生风险应对行为［３４］。张方圆等发现，社会信任对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效应［３５］。
何可等发现，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产生了积极效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
升，人际信任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效应降低，但是制度信任对环境治理参与效应显著［９］。Ｍａｙｅｒ等提
出了信任、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相关关系，信任水平降低会增进风险感知，进而产生个体应对行
为［３６］。杨雪梅等发现，社员信任促进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人际信任不仅直接影响社员参与，而
且通过社员风险感知对参与行为产生间接影响［３７］。
人际信任对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有限，更少有文章针对不同类型的人际信任阐释对雾

霾应对行为的影响机制。邹宇春等依据人际关系的类型把人际信任分为首要群体关系 （比如家庭成
员间）的信任和次属群体关系 （比如同事之间）的信任［３８］。因此，本文将人际信任分为亲近人信
任和周围人信任，尝试区分差序化的人际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影响。由此，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
假设 Ｈ２ａ：亲近人信任程度增强不仅对应对行为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而且通过雾霾风险感知间

接影响应对行为。
假设 Ｈ２ｂ：周围人信任程度增强不仅对应对行为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而且通过雾霾风险感知

间接影响应对行为。

３．社会网络、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赵延东发现了社会网络在灾后恢复中的重要作用，居民
在社会网络中获得正式和非正式支持，能够恢复正常生活［３９］。社会网络是风险信息的主要来源，
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有利于增进公众风险感知［１］。社会网络对毒品使用行为影响研究发现，若社
会网络的规模较小、缺少情感支持，则压力增加，进而采用极端行为缓解压力［４０］。唐林等发现，
社会网络通过大病风险感知对非正式预防行为产生正向影响［２６］。由此，本文认为社会网络规模越
大，越能够给个体提供较多的风险信息，进而做出风险判断和应对行为。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Ｈ３：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不仅对应对行为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而且通过雾霾风险感知间接

影响应对行为。

４．互惠规范、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互惠规范是指非正式制度的互惠规范可以有效抑制负面
行为产生。颜廷武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互惠规范对农户的环保投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１７］。Ｐｅｔｚｏｌｄ等发现，互惠规范对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７］。互惠规范通过主效应模
型、缓冲器模型以及动态效应模型三种机制作用于身心健康［４１］。缓冲器模型表明互惠规范通过缓
冲压力事件对个人应对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个体获得互惠规范会提高主观感知和自我应对能力，减
少压力事件带来的影响。压力理论和结构紧张理论也为互惠规范对应对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理论
基础。当个体风险逐渐积累，互惠规范会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使个体应对风险并采取自我保护的
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Ｈ４：互惠规范增强不仅对应对行为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而且通过雾霾风险感知间接影响

应对行为。
综上，本文构建社会资本对雾霾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的影响路径假设 （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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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社会资本对雾霾风险感知、应对行为的影响路径假设

三、数据、分析策略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２０１７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该调查包括哈尔滨、

长春、延吉、沈阳、鞍山、郑州、天津、厦门、广州、长沙１０个城市，数据采用中心城区、居委
会、公众户、公众四个阶段混合抽样方法，其中，公众户抽样框采用实地绘图抽样方法绘制村委会
或居委会抽样框，抽取相应的家庭户、集体户，最终共抽取１０个城市中心城区下属的１９８个居委
会。每个居／村委会需完成２５份调查问卷，共计完成４　７００份调查问卷，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有
效样本为４　２３０个。

（二）分析策略
本研究首先通过ＳＰＳＳ２３．０对于量表的信度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检验；量表效度采用验证性

因子分析验证，然后通过ＡＭＯＳ１７．０分析观测变量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研究假设。结构方
程模型一般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是潜变量对观测变量的解释 （如公式１），结构方
程是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如公式２）。公式２中是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β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效应；

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效应；ζ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在本研究中，应对行为、风险感知
为内生的潜变量，系统信任 （政府信任、组织信任、专家信任、媒体信任）、人际信任 （亲近人信
任、周围人信任）、社会网络、互惠规范为外生的潜变量。

Ｙ ＝λＹη＋ε （１）

Ｘ＝λＸξ＋δ

η＝βη＋γξ＋ζ （２）
（三）变量的测量
依据芦慧等［２１］对雾霾风险感知的维度划分，本文通过公众对客观雾霾的感知及雾霾对身体健

康、心理健康和工作生活的影响程度四个题项测量雾霾风险感知，根据严重程度由重到轻，分别赋
值５—１。雾霾风险感知量表的ＫＭＯ值为０．８１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小于０．００１，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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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０．８１９，说明雾霾风险感知量表信度和效度符合基本要求。应对行为的测量题项为 “最近一
年，您是否因为所在地区环境污染或空气污染从事过下列活动或者行为？”，题项如表１所示。根据
频次 “经常”、“偶尔”、“从不”分别赋值３—１。应对行为的ＫＭＯ值为０．７６３，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
验小于０．００１，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为０．７９３，表明应对行为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系统信任
（政府信任、组织信任、专家信任、媒体信任）和人际信任 （亲近人信任和周围人信任）分别通过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进行命名，并根据信任水平由低到高，分别赋值１—５。
本文认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社会网络所拥有的资源就越多，根据与被访者有交往的邻居、

朋友、同事等人是否为本地人及所占的比重测量社会网络规模。具体问题是：“与您有交往的邻居、
朋友、同事和居住小区的一些情况”将 “全是外地人”为参照组，赋值为１，“大部分是外地人”、
“各占一半”、“大部分是本地人”、“全是本地人”分别赋值为２—５。互惠规范通过 “您遇到烦恼时
的求助方式是怎样的？”“您遇到烦恼时的倾述方式是怎样的？”测量，包括四个选项：“只靠自己，
不接受别人帮助”“很少请求别人帮助”“有时请求别人帮助”“经常向家人、亲友、组织求援”，分
别赋值为１—４分。具体题项和潜变量描述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测量题项和潜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潜变量 测量题项 均值 ＳＤ 潜变量 测量题项 均值 ＳＤ

政府信任 （ＧＯ） ＧＯ１中央政府 ４．１１　０．９２ 社会网络（ＳＷ） ＳＷ１有交往的邻居 ３．７１　０．９６

ＧＯ２地方政府 ３．８５　０．９９ ＳＷ２朋友 ３．６５　０．９９

ＧＯ３军队 ４．１４　０．８６ ＳＷ３同事 ３．６２　０．９９

ＧＯ４环保部门 ３．４３　０．９４ ＳＷ４居住小区 ３．５８　０．８６

组织信任（ＯＲ） ＯＲ１慈善机构 ３．１３　０．９４ 互惠规范（ＳＳ） ＳＳ１遇到烦恼倾述方式 ２．０８　０．９０

ＯＲ２宗教团体 ２．７４　１．００ ＳＳ２遇到烦恼求助方式 ２．２９　１．０３

专家信任（ＳＴ） ＳＴ１医生 ３．６２　０．８２ 风险感知 （ＲＰ）ＲＰ１您所在地区下列雾霾问题的严重程度 ３．３６　１．２８

ＳＴ２学者 ３．７２　０．８４ ＲＰ２雾霾问题对您身体健康所造成的影响 ３．１３　１．３６

媒体信任（ＭＥ） ＭＥ１电视媒体 ２．９８　０．９０ ＲＰ３雾霾问题对您心理健康所造成的影响 ３．２６　１．３３

ＭＥ２网络媒体 ２．７１　０．８８ ＲＰ４雾霾问题对您日常工作和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２．９２　１．３１

亲近人信任 （ＲＥ）ＲＥ１亲人 ４．５６　０．６４ 应对行为（ＢＥ） ＢＥ１放弃户外运动，尽量不外出 ２．００　０．８１

ＲＥ２朋友 ４．１４　０．７０ ＢＥ２外出佩戴口罩 ２．０７　０．８６

周围人信任（ＧＥ） ＧＥ１同学 ３．５９　０．６９ ＢＥ３减少开窗通风 ２．１３　０．８２

ＧＥ２同事 ３．５４　０．６８ ＢＥ４购买具有防雾霾功能的空气净化器 １．４１　０．７０

ＧＥ３同乡 ３．３５　０．７０

四、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收敛效度检验
本研究中的１０个潜变量及２８个观测变量的测量模型如表２所示①。删除应对行为中的题项

ＢＥ４ “购买具有防雾霾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后，观测变量标准化因素负荷量介于０．５８１～０．９４２之
间，均符合范围，每个观测变量均具有题项信度；潜变量合成信度介于０．６５７～０．９０６之间，均超

—０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多数学者认为每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至少大于０．５０，而合成信度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应大于０．６０，平均方差抽取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要高于０．５０。



过０．６５，表明每个潜变量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而且平均方差抽取量范围为０．５０９～０．７１２，
均高于０．５，表明每个潜变量都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表２　测量模型结果分析

潜变量 题项
标准化
因素负荷量

合成
信度
平均方差
抽取量

潜变量 题项
标准化
因素负荷量

合成
信度
平均方差
抽取量

政府信任 （ＧＯ） ＧＯ１　 ０．８７０　 ０．８７２　 ０．６３４ 社会网络 （ＳＷ） ＳＷ１　 ０．８３９　 ０．９０２　 ０．６９８

ＧＯ２　 ０．８７２ ＳＷ２　 ０．８６６

ＧＯ３　 ０．７９６ ＳＷ３　 ０．８５３

ＧＯ４　 ０．６２２ ＳＷ４　 ０．７８２

组织信任 （ＯＲ） ＯＲ１　 ０．８０８　 ０．６５７　 ０．５０９ 互惠规范 （ＳＳ） ＳＳ１　 ０．６４５　 ０．７２２　 ０．５７０

ＯＲ２　 ０．５８１ ＳＳ２　 ０．８５１

专家信任 （ＳＴ） ＳＴ１　 ０．７４０　 ０．７８８　 ０．６５１ 风险感知 （ＲＰ） ＰＲ１　 ０．６１９　 ０．９０６　 ０．７１０

ＳＴ２　 ０．８６９ ＰＲ２　 ０．９２１

媒体信任 （ＭＥ） ＭＥ１　 ０．８８２　 ０．８３２　 ０．７１２ ＰＲ３　 ０．９４２

ＭＥ２　 ０．８０４ ＰＲ４　 ０．８５０

亲近人信任 （ＲＥ） ＲＥ１　 ０．６５８　 ０．７１６　 ０．５６１ 应对行为 （ＢＥ） ＢＥ１　 ０．８２２　 ０．８５４

ＲＥ２　 ０．８３０ ＢＥ２　 ０．７６４

周围人信任 （ＧＥ） ＧＥ１　 ０．８２７　 ０．８２５　 ０．６１５ ＢＥ３　 ０．８５０

ＧＥ２　 ０．８６６

ＧＥ３　 ０．６４２

（二）区分效度检验
通过ＡＶＥ法对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对角线上每个潜变量ＡＶＥ均方根大于对角线

外的相关系数，表明潜变量都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可进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如表３所示）。

表３　潜变量的区分效度

潜变量
平均方差
抽取量

风险
感知

政府
信任

组织
信任

专家
信任

媒体
信任
亲近人
信任
周围人
信任

社会
网络

互惠
规范

应对
行为

风险感知 ０．７１　 ０．８４３

政府信任 ０．６３４　 ０．０２９　 ０．７９６

组织信任 ０．４９５ －０．０８８　 ０．５１５　 ０．７０４

专家信任 ０．６５１ －０．０４４　 ０．４５２　 ０．３１９　 ０．８０７

媒体信任 ０．７１２ －０．０７２　 ０．３２１　 ０．６５４　 ０．２１３　 ０．８４４

亲近人信任 ０．５６１　 ０．０８８　 ０．３２　 ０．１７７　 ０．３６３　 ０．１１３　 ０．７４９

周围人信任 ０．６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２６３　 ０．２９１　 ０．３８１　 ０．２３３　 ０．５６　 ０．７８４

社会网络 ０．６９８　 ０．２３３　 ０．１７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８３５

互惠规范 ０．５７　 ０．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８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８　 ０．１６４　 ０．１４１ －０．０３　 ０．７５５

应对行为 ０．６６１　 ０．６５７　 ０．１１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２　 ０．２９２　０．１０６　 ０．８１３

（三）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表４列出了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除了χ

２ 越低越好以外，模型拟合指标均符合建议指标。
由于χ

２ 对大样本非常敏感，因此辅以卡方值／自由度来评估。虽然Ｃｈｉ－ｓｑｒ／Ｄ＝８．９８２＞３，但其他
指标基本属于可接受范围，表明模型具有良好拟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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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

拟合
指标

ＭＬχ
２

卡方值
ＤＦ
自由度

Ｃｈｉ－ｓｑｒ／ＤＦ
卡方值／
自由度

ＲＭＳＥＡ近似
误差均方根

ＳＲＭＲ
标准化残
差均方根

ＴＬＩ（ＮＮＦＩ）
塔克－刘
易斯指标

ＣＦＩ比较
拟合指标

ＧＦＩ拟合
优度指标

ＡＧＦＩ调整
后的拟合
优度指标

实际值 ３　７５８．０８８　３８５．０００　 ８．９８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０　 ０．９３１　 ０．９４４　 ０．９４　 ０．９２５

推荐值 越小越好 越大越好 １＜χ
２　ＤＦ＜３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四）结构方程模型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稳健性，本研究随机将样本拆成两群组，占比接近５０％，分别为２　１０６

和２　１２４，然后进行模型参数比较。模型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通过恒等性比较的温合检验，

因子载荷量、结构系数及结构协方差三项的卡方差异值均未达显著差异，表明具有跨群组的稳定
性。通过结构残差与测量残差恒等性比较，发现ΔＴＬＩ＜｜０．０５｜及ΔＣＦＩ＜｜０．０１｜［４２］，测量模
型通过残差检验，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５　结构方程模型稳健性检验

模型 Ｘ２　 ＤＦ
稳健性检验 （交叉分析）

ΔＤＦ ΔＸ２ ΔＰ ΔＴＬＩ ΔＣＦＩ

Ｕ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４　０９２．７４５　 ６１０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ｅｉｇｈｔｓ测量模型 ４　１１７．３８３　 ６２８　 １８　 ２４．６３８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ｓ结构模型 ４　１３５．３２７　 ６４５　 １７　 １７．９４４　 ０．３９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结构协方差 ４　１６１．００１　 ６８１　 ３６　 ２５．６７４　 ０．８９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结构残差 ４　１６１．０９８　 ６８３　 ２　 ０．０９７　 ０．９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测量残差 ４　２６２．５１８　 ７１１　 ２８　 １０１．４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综上，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稳定性检验、模型路径系数分析，构建社会资本对雾霾
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影响路径图 （如图２所示）。政府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有负向效应 （ａ１＝
－０．０５３，ｐ＝０．０２６）；组织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ａ２＝－０．０９２，ｐ＝０．００６）；专
家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ａ３＝－０．０８６，ｐ＜０．００１）；媒体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有
负向效应 （ａ４＝－０．０３２，ｐ＝０．２３２）；亲近人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ａ５＝０．０８６，

ｐ＝０．００１）；社会网络对雾霾风险感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ａ７＝０．２２５，ｐ＜０．００１）；互惠规范对雾
霾风险感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ａ８＝０．１１０，ｐ＜０．００１）。雾霾风险感知对应对行为有显著的正向效
应 （ｂ＝０．６１１，ｐ＜０．００１）。政府信任对应对行为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ｃ１′＝０．１２６，ｐ＜０．００１）；组
织信任对应对行为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ｃ２′＝－０．１４８，ｐ＜０．００１）；社会网络对应对行为有显著的正
向效应 （ｃ７′＝０．１２９，ｐ＜０．００１）；互惠规范对应对行为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ｃ８′＝０．０５０，ｐ＝
０．００１）。

图２路径系数结果表明，政府信任、组织信任、专家信任水平提升将降低公众雾霾风险感知，

但是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互惠规范增强将提升风险感知。亲近人信任程度的增强可以放大雾霾风险
感知，周围人信任程度增强并不能对风险感知产生效应。政府信任程度提升、社会网络规模扩大、

互惠规范程度增强有利于公众风险应对行为产生。组织信任程度提升会抑制应对行为的产生。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分析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如表６所示。
“政府信任→应对行为”的总效应中，置信区间 ［０．０９１至０．１７６］并未包含０，表示总效应成立，
总效应为正向；“政府信任→应对行为”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中，置信区间并未包含０，表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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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社会资本对雾霾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影响路径

接效应、直接效应成立。“组织信任→应对行为”的总效应中，置信区间 ［－０．２４８至－０．１１５］并
未包含０，表示总效应成立；“组织信任→应对行为”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中，置信区间并未包
含０，表示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成立。“专家信任→应对行为”的总效应中，置信区间 ［－０．１０８至

－０．００９］并未包含０，表示总效应成立；“专家信任→应对行为”的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并未包含

０，但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０，表示间接效应成立、直接效应不成立。“媒体信任→应对行为”
的总效应中，置信区间 ［－０．００１至０．０９４］包含０，表示总效应不成立，没有探讨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的必要。

“亲近人信任→应对行为”和 “周围人信任→应对行为”的总效应中，置信区间包含０，表明
总效应不成立，没有探讨中介效果的必要。“社会网络→应对行为”的总效应中，置信区间 ［０．０８４
至０．１３５］并未包含０，表明总效应成立；“社会网络→应对行为”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中，置信
区间并未包含０，表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成立。“互惠规范→应对行为”的总效应中，置信区间
［０．０９０至０．１７８］并未包含０，表明总效应成立；“互惠规范→应对行为”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
中，置信区间并未包含０，表示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成立。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设 Ｈ１ｂ、Ｈ３、Ｈ４，
部分验证了 Ｈ１ａ、Ｈ１ｃ。
表６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组织信任、专家信任、社会网络、互惠规范通过雾霾

风险感知对应对行为产生间接正向和负向效应，但中介效应存在显著不同。专家信任完全通过雾霾
风险感知对应对行为产生效应。亲近人信任、周围人信任、媒体信任对应对行为并没有产生效应。
风险感知在政府信任、组织信任、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对应对行为的影响路径中，中介效应比率分
别为－２０．３０％ （为遮蔽效应）、２７．３７％、５１．３５％、５７．０３％，其中，风险感知在互惠规范对应对
行为的影响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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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

类型 路径名称 类型 点估计
系数乘积 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９５％ＣＩ

标准误 Ｚ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中介效应

系统信任 政府信任→应对行为 总效应 ０．１３３　 ０．０２１　 ６．２６０　 ０．０９１　 ０．１７６ －２０．３０％
间接效应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２ －２．１５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１
直接效应 ０．１６０　 ０．０１７　 ６．１０９　 ０．０７１　 ０．１３９

组织信任→应对行为 总效应 －０．１７９　 ０．０３４ －５．２５４ －０．２４８ －０．１１５　 ２７．３７％
间接效应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９ －２．６６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３
直接效应 －０．１３０　 ０．０２９ －４．４６０ －０．１９２ －０．０７６

专家信任→应对行为 总效应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５ －２．２８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９ 完全中介
间接效应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５ －３．８６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８
直接效应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４

媒体信任→应对行为 总效应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５　 １．８６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４
间接效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１．１０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２
直接效应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１　 ３．００７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６

人际信任 亲近人信任→应对行为 总效应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１　 １．７９８ －０．０１０　 ０．１４７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９　 ０．１６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０
直接效应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周围人信任→应对行为 总效应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９　 ０．１６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０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　 ０．３５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０
直接效应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社会网络→应对行为 总效应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３　 ８．２５８　 ０．０８４　 ０．１３５　 ５１．３５％
间接效应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０　 １１．９０３　 ０．０９６　 ０．１３３
直接效应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３　 ８．２５８　 ０．０８４　 ０．１３５

互惠规范→应对行为 总效应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３　 ５．９２９　 ０．０９０　 ０．１７８　 ５７．０３％
间接效应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４　 ５．７１６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３
直接效应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９　 ３．０３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５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 “２０１７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基于社会资本视角，探究差异性系统信
任、差序化人际信任、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了政府信
任、组织信任、专家信任、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不同影响路径。基于社会
资本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不同路径，尝试分析其背后的逻辑。

（一）系统信任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差异性影响
四类系统信任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影响效应出现了不同结果。政府信任对风险应对行为有

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并通过雾霾风险感知对应对行为产生间接效应。组织信任通过雾霾风险感知对
应对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的负向效应。专家信任完全通过雾霾风险感知对应对行为产生负向效应。

媒体信任并没有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产生效应。

信息发布者通过传递风险信息影响个体的风险感知，进而采取风险应对行为。公众对政府信任
水平的提升，增加了对周围环境的满意度，进而降低了雾霾风险感知，同时也会在政府的引导下采
取理性的应对行为。政府信任取决于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政府与公众进行风险沟通，增强了公众
雾霾风险感知的客观判断，提升了公众理性、科学的风险判断和应对行为。但是，组织信任增强，

却降低了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由于本文仅选取慈善和宗教组织作为参照，因此并不能说明其他社
会组织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影响。公众对慈善宗教类组织信任程度越高，越会依赖于组织所提
供的非正式支持和资源。因此，公众对组织 （慈善和宗教团体）信任程度的增强会降低雾霾的风险

—４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感知，进而较少采取自我保护行为。
专家信任完全通过雾霾风险感知对应对行为产生间接负向效应。当灾害发生，专家作为公众依

赖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风险的判断。公众对专家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可能依赖专家
的专业知识和学科背景，并根据其建议形成个体风险认知，并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行为，由此说明
专家信任对公众应对行为的影响完全依赖于对风险感知的重要引导效应。
媒体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没有产生效应，但多数研究发现媒体使用、媒体信任对风

险感知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媒体信任的测量包括电视媒体和网络媒
体。电视媒体为官方媒体，通过政府的正面宣传往往会降低风险感知，而网络媒体往往会提升风险
感知，二者的消减可能对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不产生效应。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对人们生活秩序产
生强烈冲击，打破了风险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和来源唯一性，风险信息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多数公
众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风险信息，仅通过非官方或者自媒体的方式寻求答案，并依据自身偏好选
择、过滤、加工甚至传播，而这些风险信息有可能 “增进”或 “缩小”风险感知。

（二）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对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影响
社会网络可以增进人际沟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形成共同体和社会团体，也有利于提升

风险感知，进而采取正面的、自我保护的应对行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在雾霾情景下，公众往往
获取更多的风险信息，进而放大了雾霾风险感知，并采取一定的应对行为。
互惠规范在灾难情景下为公众提供获得支持的保障，增强其抗压能力和应对策略。在雾霾情景

下，个体间互助更为频繁，彼此情感关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社会团结，增进风险信息获取，
“放大”周围环境的风险感知，为解决和直面风险提供行动策略，产生缓解个体面对危机事件的行
为。因此，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不仅增进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感知促进应对行为的产生。

（三）人际信任对风险感知的情感启发效应
在人际信任中，亲近人信任和周围人信任程度增强对应对行为没有产生效应，亲近人信任程度

增强对雾霾风险感知有显著正向效应，周围人信任对雾霾风险感知没有影响。究其原因，亲近人之
间往往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相似情感，依据 “情感启发式”，亲近人之间能够通过信息交流，有效
提升雾霾风险感知，但是并不能影响风险应对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导致人际关系、家
庭结构发生变化，由血缘社会到地缘社会，再转化为 “陌生人社会”。研究结论说明了仅建立在血
缘关系基础上的信任能增进风险感知，而普通信任水平不会对风险感知产生效应。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政策启示：（１）应培育基于互惠规范的社会支持网络和 “邻里守望”的氛

围，增进人际交往和风险沟通，构筑风险应对的非正式制度 “安全阀”，营造良好的非制度性环境。
（２）完善正式制度，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加强信息的公开透明。提升风险沟通效能对增进政府公信
力、有效引导公众科学的应对行为具有重要意义。（３）媒体、专家及相关组织有责任对风险信息进
行甄别和科学研判，为公众提供科学的风险信息及专业、精准的服务，进而降低公众对风险的恐慌
和焦虑，引导理性、科学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
本研究聚焦社会资本的四个核心要素，探讨社会资本对雾霾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的影响路径，

验证了社会资本理论在环境风险研究中的适用性，拓展了环境风险研究中的社会资本视角，但也存
在不足，如仅是针对雾霾情景设计调查问卷，因此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环境问题和其他类型
的灾害风险。此外，由于问卷题项设计没有涉及微观视角 “社会资本”的测量题项，因此无法从社
会关系网络视角对风险感知及应对行为展开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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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楠：社会资本、雾霾风险感知与公众应对行为


